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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说明

１９７８年，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。自那一年开始，中国已经走过了
波澜壮阔的３０年。这是伟大的３０年，是改变中国的３０年，是震惊世
界的３０年，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３０年。

在哲学社会科学这３０年的辉煌成就里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
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，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
者追求真理的步伐。“学之大者，国之重器”。我们有责任将这些“大者”

潜心研究的成果，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。为此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
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》奉献给读者。

她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，每年推出一批，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。
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》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３０年来的
学思精华，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。同时，为使这套《北京社
科名家文库》更加丰富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《当
代著名学者自选集》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，编辑成《北京社科名家文
库·纪念辑》，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
历史延续。

我们相信，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》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
典性大型出版工程，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
口。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定有不足之处，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。

编　委　会

２００９年１１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我同人口学和老年学结下不解缘

一、我同人口学的历史渊源

我同人口学很早就有点渊源。新中国成立前就接触过人口问题。

１９７１年后，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，就开始研究人口问题，

我这时参加一点翻译工作，至今我仍然在从事人口研究。这项工作，

一直持续了近４０年，我是研究人口问题为时最长的一个。中国人民

大学今年三月，授予我一级荣誉教授称号。２００６年我办理退休后，

仍继续受聘为博士生导师。今年一月被中国老年人体协、中国老年协

会和全国妇联授予“第七届全国健康老人”称号。我今年仍然继续招收

博士生。最近几年，我每周都照常参加一些学术会议，偶尔还有些教

学或学术报告。现在，我还不时发表文章，最近花了不少的时间，完

成了一篇纪念建国６０周年的文章，谈到我亲历我国人口学６０年沧桑

的新认识。我从事人口学和老年学的研究是机遇的巧合，但也有一种

历史的必然性。

我在香港、广州岭南大学读的是经济学，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学院

进修，学的是对外贸易和海关业务，后受派遣在香港的中国九龙海关

当过两年公务员。１９４８年赴美留学，在纽约大学取得 ＭＢＡ学位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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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人口学到老年学

继续攻读博士，又在哥伦比亚大学专修统计学。我的知识结构，同人

口学本来关系不很大。我在美国留学期间，人口学还是鲜为人知的学

科。在美国当时，只有普林斯顿大学有专门人口研究机构。但在那个

时期，世界上都在热衷于研究国民收入，我和中国学者、留学生都踊

跃参加这些研究讨论课程。我们参加了世界国民收入的比较研究课

题，利用了美国图书馆丰富的研究资料。经过反复的比较计算，我们

研究发现，１９３６年是旧中国最好的年景，人口如果按４．７５亿来计算，

这一年，人均国民收入只有３６美元，相当于美国当时的１／６０～１／７０，

计算和研究的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，真正懂得旧中国贫穷到什么程

度，同富裕国家差距有多大。当时，我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一个

学分学费是３０美元，这一比较对我刺激极大，我认为我国贫困落后

同中国人口过多关系极大，这项研究结果大大促使我响应党的号召，

回国参加革命和新中国建设。

在我决定回国参加革命前，我和进步的同学学习过毛泽东同志

１９４９年写的《历史唯心主义破产》，回国后我们也反复地学习，这篇

宏文使我对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，从哲学上和政治上有了质的飞跃，

但是中国人口过多和贫困问题的关系始终挥之不去。

回国后，我在北京高校工作。１９５２年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仿

照苏联教育模式，取消了社会学、人口学、心理学等，北京原来从事

社会学、人口学的教授们都重新安排工作，这就等于官方宣告，在社

会主义下，不存在人口问题和社会问题，人口学和社会学是无足轻重

的。那时，我先在辅仁大学，后在中央财经学院，次年合并到中国人

民大学，在统计系任教。不久，我就认识了当时北京几个高校的经济

系和社会学系的知名教授，他们很多是我曾仰慕过的人口研究的知名

学者，如陈达、吴景超、潘光旦、李景汉、费孝通、罗青、戴世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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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同人口学和老年学结下不解缘

等。１９５３年，我作为统计学系教师参加当时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我国

第一次人口普查，这次人口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突破，我也从参

加普查中学到一些人口调查的知识和方法。

普查后，有识之士都焦急地等待着普查的结果。１９５４年，全国

公布的普查数据为６．０２亿，人口数据大大超过原来认为的４．７５亿的

估计数，高出１／４，这个人口数，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的热议。我所

认识的老一辈人口学家、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发表议论，开会讨

论，许多医学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都发表意见。那个时期，中国的学

术杂志不多，在《新建设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等都有不少关于人

口的文章，大多数的知名学者都认为，我国人口过多，需要尽快节

制，但也有一批声名显赫的权威学者反对，他们甚至把主张控制人口

者视为马尔萨斯主义者。那时，我还在学习马列主义期间，没有参加

到讨论中来。我认为争论双方都缺乏人口数据来支持。反对节制生育

的一方，低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人口增长的巨大潜力，他们未认识

到，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，如果不加节育，人口不到３０年就会翻

一番，后果是严重的，我不敢苟同，但自己觉得人微言轻，没有表达

自己的意见。

１９５７年６月反右斗争开始之初，并未牵涉到人口问题。７月５日

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还发表了马寅初《新人口论》，但到１０月４日，《人民

日报》发表一篇署名文章，题为《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

谋》，风云突变，矛头指向人口问题的老账和新账，我所熟悉认识的

人口学者、社会学者的人口观点和主张都受到政治上的批判，几乎全

部被划成右派，只有马寅初当时幸免。但其后开展的大批判对马寅初

《新人口论》批判得更为严厉，批判文章多达几百篇。对他的批判一直

持续到１９５８年大跃进，那时候“人手论”更是振振有词，批判变本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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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人口学到老年学

厉。直到１９５９年，三年困难时期的吃饭问题充分暴露后，对人口问

题的大批判才冷静下来。但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和随后对《新人口论》的

大批判，把人口的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批判，使人口学者和社会

学者噤若寒蝉，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持续了２０年。我认为在２０世纪

５０年代，已经暴露出大量人口问题，诸如人口盲目增长，特别是大

跃进中高死亡率，人口锐减问题，第一、第二个人口高峰叠加问题

等。如果有人口学、社会学存在，稍微重视一下人口统计资料，就很

容易发现和预见到当时我国面对的是十分严峻的人口问题。

我作为统计学的教师，对人口统计学是熟悉的，在当时的政治气

氛下，对人口问题却不敢妄言。现在回头来看，在新中国成立后就着

手控制人口，有点不切实际，那时百废待举，顾不上人口问题是无可

厚非的。然而，在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，许多有识之士提出，

在我国开展节制生育的意见是正确可行的，但又被反右斗争否定了；

另一方面，盲目照搬苏联理论和模式，同时也取消人口学、社会学，

教条地认为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，把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

观点统统归属于马尔萨斯主义。这样把本来有可能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

后期，大张旗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的大好机遇给失掉了，这

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大失误，几代人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从已公开的文件来看，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前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

计划生育是可能的。其一，那时许多干部和群众已经自发有节育的要

求，只是缺乏领导、指导和手段。其二，党的高层领导包括毛泽东、

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，在当时都有过节制生育、控制人口的主

张和论述，毛泽东还提出计划生育这个概念，并提出由政府设一个部

门主管，制定规划等。更为重要的是在１９５６年，中共八大会议上就

明确指出，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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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。并且强调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

度，反对个人崇拜，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。遗憾的是未能坚持这

条路线，反而开展反右斗争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反右倾等政治运

动，直到后来提出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动乱

等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转机。

１９５３年我调到人民大学，一边任教，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

主义，参加马列主义夜大学攻读四门基础理论课，我学习非常认真规

范，一周两个晚上雷打不动，每课两三小时，每学期用口试方式考试

一次。四年间，我参加八次考试，以全优成绩毕业。作为一名人民大

学教师，我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和其他教师在同一个起跑线上，

开展讨论和研究。在此期间，我学习过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，确实

受益匪浅。我把马克思主义和我过去学过的许多西方理论相比较，确

有“一览众山小”之感。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的“望远镜”和“显微

镜”，使我立身处世和研究学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方法论

等，大大提高了一步，马克思主义使我后来研究人口学和老年学有了

一个明确的方向。在那个年代，还很难完全摆脱阶级斗争的禁锢和教

条主义的影响。

在人大统计系工作时，当时系里请来三位苏联统计教授，在讲到

人口统计时，一位教授就批判一本苏联布尔亚斯基的《人口统计学》，

认为这是贩卖西方人口统计学。这本书我曾看过，其中讲到稳定人口

和静止人口模型，只是用了一些数学推导就受到苏联学者的批判。我

认为谈的是统计方法和技术问题，不涉及政治问题。其后，又在一次

讨论科研课题时，苏联教授就让戴世光教授写一篇关于批判资产阶级

生命统计的反动本质的文章。我认为生命统计就是研究出生率、死亡

率、生育率、人口自然增长率，是个技术方法问题。但在那时，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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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是个学术禁区、是“高压线”碰不得的，因而我和很多人都敬而远

之。但是长期形成中国人口过多、妨碍中国发展的观念，我还是一直

挥之不去。这是我后来愿意献身于人口学的思想基础。

１９７１年，联合国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，中国受邀参加

联合国各种人口问题讨论，并要准备参加在１９７４年召开第三次国际

人口会议。在这个时期，全世界都关心第三世界人口激增问题，被认

为是世界三Ｐ（人口、贫困、污染）问题之首，全世界十分重视，并提

出第三世界人口问题必须加以解决。这时，我国人口学、社会学已停

办了近２０年，只有重新筹组研究人口问题的班子。当时国家计委委

托人大党委参加筹组，人大党委从各系选派很多教师参加，可能由于

我有英语和统计学的基础，就这样从１９７２年初，我先从翻译国际文

件开始，卷入人口研究，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。１９７４年，我国参

加世界人口会议后，有关部门建议，在人民大学原有的研究基础上，

正式成立专门人口研究机构，这样我就义无反顾地专门从事人口教学

和研究。此后，我就把人口学作为我的专业，全身心地投入这项研

究，迄今有３８年了。

二、人口学在我国是一门不可或缺的朝阳科学

１９７４年，世界第三次人口大会后，经有关部门建议并得到批准，

以人民大学原有人口研究班子为基础，组建一个人口研究机构，这就

意味着被取消的人口学得到恢复和正名。在人大党委组建人口机构

时，原来在人口研究组的教师大多都不愿意从事人口学研究了，只有

刘铮和我以及个别教师愿意兼职。在启动研究时，遇到很多困难。

首先，人口学这门学科在旧中国很不发达，专门从事人口学的学

者屈指可数，留下的著作也不多，传播的人口学知识大多数是２０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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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３０年代的学术成果，缺乏现代人口学理论、知识和方法，最为缺

乏的是完整可靠的人口数据。人口上的争论文章大多是推理论文，缺

乏人口变量数据来证实，不能令人信服。可以说旧中国人口学可以继

承的实在是少之又少，新中国人口学几乎从零开始。

其二，闭关锁国。二战后，第三世界人口激增，国外在人口理论

观点、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许多创新。在联合国人口委员会资

助下，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６５年，在罗马和贝尔格莱德召开过两次较大的世

界人口学术会议：并开展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世界生育率调查。在２０

世纪６０年代，联合国资助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，开设人口研

究机构和人口培训机构，专门培训第三世界人口学人才等等。所有这

些，我国当时一无所知，我国人口学与国际人口学不接触，当时，国

际人口科学资讯只有来自苏联的这条唯一渠道，苏联的人口科学理论

同西方大相径庭，研究方法也相对落后，只能抱残守缺。同国外现代

人口学自然有很大差距，要迎头赶上，绝非易事。所幸，１９７１年，

在联合国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以后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北京图

书馆内，设立一个联合国资料室，能够取得一些资料来研究。

其三，开拓创新人口学，在当时最为困难是学术环境恶劣。人民

大学人口研究机构成立时，“四人帮”还在台上，批林批孔、政治大批

判之声不绝于耳，极“左”思潮和教条主义盛行，许多人对当年的大批

判记忆犹新，心有余悸，使得他们对人口学敬而远之。但我还是愿意

竭尽绵力开拓人口学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思想的禁锢不能不影响

到人口学的开拓和创新，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后，人

口学才阔步前进。

在人口学机构成立之初，虽然心有余悸，但我们在我国现代人口

学开拓和创建中，做了许多学科发展基础性的工作，为后来人口学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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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做了铺垫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，我和戴世光编写了一本《世界人

口统计资料》，合著了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础知识》、《人口

统计学》，先后主编了《世界人口》，合译了《人口通论》，也编写过《人

口理论》。这些书在１９７８年前后，都相继公开出版了，只有合著的一

本《世界几个大国人口问题》没有出版，这些书对后来的教学和研究都

起到很大作用。我们所许多同志研究了很多中外人口思想史和人口发

展史，翻译了许多英文、俄文的人口著作、文献和资料。我建议创办

一份人口刊物，以此来推动人口学发展。１９７７年《人口研究》首刊出

版，至今已有３０多年了，至今我还任名誉主编，该刊成为中国期刊

方阵期刊。我们也曾出版过几期英文版，出版过几年《人口译丛》，后

来因经费拮据不能持续下去。当时物质条件很差，完成这些奠基工作

要付出很多的艰辛。

实践的需要是人口学发展的原动力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

开放路线，使中国人口学起死回生，摒弃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确立以

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，这就为我国人口学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

道路。由于开展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大讨论，提出解放思

想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把颠倒了的人口理论纠正过来，人口学者

的思想禁锢和余悸得到消除，独立和创新的思想激发出来。改革开放

的路线使我国人口学跟上时代的步伐。

１９７９年，我国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合作，组成我国第一个人

口学家代表团出国考察访问，全团５人，４位来自人民大学人口所，

我是秘书长，我们应邀访问了联合国人口司、人口基金会、亚太经社

理事会人口司，世界生育率调查会（ＷＦＳ），国际人口学会（ＩＵＳＳＰ）、

国际人口学研究机构联合会（ＣＩＣＲＥＤ），考察了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

泰国等国的十几所世界知名的人口研究和教学机构。这次考察大大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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阔了我们的视野，提高了我们对现代人口学的认识；同时我也结识了

多位世界知名学者，我和他们进行学术交流，成为学术同行和朋友。

经过这次出国，到２００２年之前，我先后出国访问、考察、讲学、参

加会议７０多次，还曾多次担任过人口、计生、老龄国际组织的理事。

在国内也多次担任过人口国际合作项目顾问。在人口学、老年学广泛

的国际交流中，我的知识和研究能力极大地提高，也为人大人口所取

得很多研究国外人口、老龄的学术资料，使我们能跟踪国际人口学、

老年学发展的动向，大大提高我们的研究能力和水平。

人口学是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，这门科学的发展取决于实践对

这门科学的需要和这门科学能为实践需要提供智力支持的程度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人口领域当务之急是控制住第一、第二个人

口高峰叠加造成的人口激增的压力。人口学的任务就是要论证、阐明

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、重要性和紧迫性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

前，开展计划生育主要的论据着眼在有利于母婴健康、妇女解放、青

年成才等理由，几乎不敢触及从经济上来论证中国人口过剩问题，怕

被认为马尔萨斯主义。我认为人口学还必须作更充分的研究。改革开

放后，我和许多学者根据恩格斯两种生产论，认为人口生产必须和物

质生产相适应，过快的人口增长就必须加以控制。我深知这一论证还

不够充分和严密，但两种生产必须相适已被大多数人接受。

１９７９年５月１　５日，我和刘铮合写了一篇《人口非控制不行》，发

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这是事隔２０年冲破人口禁区后，《人民日报》发

表的第一篇人口理论文章。自此以后，我从１９７９～２０００年先后从不

同角度，诸如从人均国民收入、基本国情、我国资源、环境的等方面

来论证；另一方面，从中国四个现代化、人民生活、人口素质，特别

是从中国人口增长的巨大潜力和世界人口与发展的比较研究等方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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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论证中国严格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发表的文章、论文和报

告有几十篇，其中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求是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经济

日报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》和《人口研究》有二三十篇。

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的人口学知识，在国家咨询决策中应起到

指导和参谋作用。１９７９年，我和刘铮、林富德经过调查，向国务院

提交了一份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》，是中国关于人口问题

的第一份研究报告，由我起草的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，坚决

杜绝生三个孩子的建议。我们提交的报告被印发给当年经济工作会议

作参考。这个研究报告获得教育部第一届人文社科一等奖。在《中共

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的公开

信》发表前，我应邀参加一次人口政策讨论，我在会上反对几代人都

只能生一个孩子的主张，提出我的建议“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，

是国家不得已实行的一代人的政策”。１９８３年，在昆明召开全国人口

发展区域规划会议，该会议旨在要求每个地区，按持续只生一个孩子

来规划人口，我在会上“舌战群儒”，力排众议反对这个规划，理由是

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不能持之过久。我认为人口学作为科学应该对

一些不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发挥批判的功能，这是人口学重要的社会功

能之一。

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要求严格控制人口增长，开展计划生育，降低

生育率。在人口学上，低生育率必然加速人口老龄化。因此，对人口

老龄化必须有所准备，这是人口学所具有的预见功能。１９８２年，我

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后，准备召开国际会议，建议我研究人口性别比和

人口年龄结构。经过研究后，我已察觉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略微偏

高，并写了一篇论文，这也是一种人口学的预见功能，遗憾的是当时

怕妨碍计划生育的开展，性别比问题未安排在第三次人口普查国际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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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上讨论，我后来只能在一本论文集中发表。以后我指导一位学生写

学士学位论文研究出生性别比，该论文受到国家计生委重视。时隔２０

年后，该生的博士论文也进一步研究出生性别比，她在博士论文的基

础上，出版一本专著，我为该书写了个序，体现我对这个问题的重

视。如果在第三次人口普查以后对出生性别比加以重视，情况会更加

主动。但我国出生性别偏高问题，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，这也充分体

现人口学的预见功能。

人口学发展不能局限于为计划生育服务，人口学的社会功能主要

是提供科学研究成果、培养人口学人才和普及人口知识。改革开放

后，我们在过去人口理论，人口统计学、世界人口和中外人口思想史

基础上，扩大和充实出版了一本《人口学辞典》，我任副主编，这是迄

今为止是我国比较规范的一本人口学的专业辞典。为了推行计划生

育，在１９８０～１９９５年期间，我除了发表一些论文、文章外，在中央

广播台、中央电视台演讲人口理论、人口政策，在北京、上海、辽

宁、山东等地对干部和群众作学术报告和普及宣传讲座，１９９０年，

北京市委宣传部授予我国情演讲比赛“灵山杯”一等奖，我后来被推选

为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。在１９９５年，中央几个部委授予我第二

届中华人口奖（科学奖）。

在人口理论上，很早的时候我就十分关心人口、资源、环境的相

互关系。过去，我国曾自诩为地大物博，可我研究下来，发现事实并

非如此，重要资源按人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改革开放后不久，我

就接触到可持续发展理论，更加重视我国人口容量问题，发表一些文

章，出版了一些著作。在同我国学者合作编写《人口理论教程》中，我

主动承担编写全新的《人口和生态环境》一章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，我主

编一本《人口资源、环境关系史》，被评为精品教材。在１９９２年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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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德里参加中印人口学者讨论会，了解到世界科学院院长的专门讨

论科学技术与人口关系的会议，也同时在新德里召开。我从两个会议

中，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有助于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，有助于扩大

人口容量；但也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，在解决资源、环境问

题时，也要付出各种代价。因此，在科学技术很发达的条件下，人类

控制人口和进行人口研究，仍是不可替代的。

中国人口学发展本来就先天不足。改革开放后，人口学迅速聚集

了大批学者，他们大多认为进入人口学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，为计划

生育服务的。由于人口活动基金提供很多经费，让研究人口人员出国

学习和考察，邀请一大批学者来华讲授人口学，所有人口机构都能得

到图书资料、最新的文件和研究手段，人口机构和研究人员迅速增

加。由于人口活动基金的帮助，我国人口学发展很快。在１９８０年前

后，开始的第一期援助，就在十个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人口研

究机构，第二期增加到３０个高校，以后全国进一步发展到几十所人

口研究机构，显然是过度膨胀。当时，不少人口学研究成果是低水平

的重复。

鉴于我国人口众多，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繁重；我建议我国可以

打破人口学只培养研究生的外国常规，招收少量本科生，经过教育部

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论证，同意在１９８１年，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和

复旦大学开始招收人口学本科生。在当时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

基本国策的氛围下，报考和录取的都是入学考试成绩优异的。先后有

十几届毕业生，他们在国内外，很多已成为人口学的骨干教师，学科

带头人，不少人成为国家机关的得力干部。在１９９５年，我国本科专

业调整，人口学专业被取消，现在改属管理学的人口管理专业。

全党全民经过３０年的努力，２０世纪末，我国计划生育取得巨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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